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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正，不令而行”出自《论

语》，说的是“民之父母”的地方官

员风清气正，则百姓心服口服，自

觉向他学习，社会风气也会正派有

序，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

草，草上之风，必偃”。三国时期辽

东有个叫王烈的官员，就是这样的

人，他在乱世中坚守本心，在逆流

中执着教化，身体力行，树立良好

的道德模范，为社会风俗提供了遵

循和指引。

王烈生于永和六年 （公元 141

年），平原县 （今山东平原） 人。董

卓作乱时避乱辽东，并多次拒绝曹

操的聘请。他为人通识达道，秉义

不回，平生以导民向善为使命，以

改良风俗为己任，“育人为务”，在

辽东一带有很高的名望。他所行之

事，民众争相模仿；所在之地，百

姓皆为善民。辽东曾有一偷牛贼被

牛主人抓了个正着，偷牛人对牛主

人说：我因为一时糊涂，犯下了这

等错误。无论你如何处罚我，我都

没有话说，只求你不要把我偷牛的

事告诉王烈。偷牛人念念不忘的，

就是不想让王烈知道自己品行不

端，所以宁肯遭受刑罚；当地百姓

惴惴不安的，也是害怕王烈对自己

失望，所以自觉消弭争斗。据载，

当地百姓因为琐事争执不休，准备

去让王烈裁决时，往往走到一半便

走不下去了，而是互相谦让不已，

自觉检讨自己的错误，因为他们害

怕王烈看到他们吵闹不停的模样而

失望，“或至涂而反，或望庐而还，

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闻之”。

一句“不敢使烈闻之”，道出了

教化百姓的真谛。王烈对百姓的劝

导，是通过严格要求自己来实现

的，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达到

百姓人格的养成。当王烈听说了偷

牛者的事迹后，特意送了一匹布过

去，因为王烈认为偷牛者害怕自己

知道，就证明他还有羞耻之心，而

“羞耻之心，义之端也”，这证明他

良心未泯，仍然可以引导成一个善

人。多年后有人在路上捡到了一把

宝剑，为了防止剑主人找不到这把

剑，就在原地等到了晚上。剑主人

看到守剑人后感慨不已，这件事在

当地广为传唱，大家纷纷打听这个

德行高尚的人是谁，后来发现就是

那个偷牛人，王烈感叹道：“人能有

感，乃至于斯也！”

正人先正己，想要劝导百姓积

极向上，自己先要有一颗向善之

心。王烈以自身优良的品行，让

百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美德的熏

陶，在习焉不察中接受良习的感

染，最终塑造成一个风清气正的有

序 社 会 ，“ 其 诱 人 也 ， 皆 因 其 性

气，诲之以道，使之从善远恶。益

者不自觉，而大化隆行”。王烈主

张从百姓的性情出发，来引导他们

向上发展。在他的教导下，门人弟

子有着与众不同的精气神，“门人

出入，容止可观，时在市井，行步

有异，人皆别之”，对当地百姓起

到 了 良 好 的 示 范 作 用 ，“ 州 闾 成

风，咸竞为善”。

后世评价王烈劝民时往往引用

孔子的一句话：“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用德行来唤起百

姓心中的羞耻之心，用期待之心来

对待每一位百姓，百姓才会真正走

向自信自强，社会才会走向文明礼

让。辽东在王烈德行的感召下，“强

不凌弱，众不暴寡，商贾之人，市

不二价”，成为了三国乱世的一抹

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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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袤的乡间社会如何进行整合和

秩序建构，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

要议题。在中国历史上，乡约作为约

束乡村居民日常行为规范的“契约

性”约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整合了

广大民众的道德认知，具有独特的社

会教化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特别是

通过各种处世规范与道德要求等影响

着人们的价值观认知和内在精神生活

的转变。乡约原意主要是指在乡村社

会为了端正民风、敦风化俗、安定社

会秩序而自发订立的乡规民约，不过

后来乡约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以教化为

目的的基层社会的组织形式，并与保

甲、社学、社仓等形式结合，实现了

对乡村社会的教化与有效管理。

乡人相约 教人善俗

根据现有资料考察，乡约滥觞于

北宋的吕大钧，以 《吕氏乡约》 为后

世遵奉的依据。《吕氏乡约》的主旨精

神从一开始就坚持“来者亦不拒，去

者亦不追”的立约原则，建立了以儒

家伦理精神为核心并倡导乡村自我约

束管理的道德教化体系。组织上，每

约有“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

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在

《吕氏乡约》中，专门提出了“德业相

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

恤”四大纲目，勾画了儒家式的美好

道德乡村。如“德业相劝”中提到

“德”，强调要“见善必行，闻过必

改”，要“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

父兄，能教子弟”，要“能救患难，能

规过失，能为人谋，能为众集事”

等；在“过失相规”中，专门强调过

失分为“犯义之过”“犯约之过”和

“不修之过”；在“礼俗相交”中，专

门强调了婚姻丧葬祭祀之礼，明确了

庆吊、遗物和助事等礼俗之交；在

“患难相恤”中，提及七大患难之事，

即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

诬枉、贫乏，都作了详细的救恤说

明。《吕氏乡约》不仅在道德规范上有

所倡导，也明确了道德惩罚的内容，

如“犯义之过，其罚五百 （轻者或损

至四百三百）。不修之过及犯约之过，

其罚一百 （重者或增至四百三百）。犯

轻过，规之而听及能自举者，止书于

籍，皆免罚，若再犯者不免”。

正如吕大钧所言：“乡人相约，勉

为小善。”不难看出，乡约中这些具体

的道德规范和要求无不倡导修身齐

家、孝悌忠信，无不标举礼义廉耻、

美化风俗，通过乡约的规范旨在劝人

向善，从而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

的。吕大钧的思想特别受到了古礼的

影响，乡约的原则与 《周礼》 十二教

的教化精神一致，还继承了 《礼记》

的乡饮酒礼。后世的乡约，基本上都

突出了相互礼让的仪式，倡导里仁之

美。《吕氏乡约》 被视为乡约的鼻祖，

融合乡约与乡礼，主张乡人自治和劝

人向善，追求美好的道德愿望，这些

都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乡约在宋以后颇受到社会的关注

和推崇，如朱熹就重新发掘了乡约的

教化意义，还对 《吕氏乡约》 作了必

要的“增损”，阐扬了乡约的核心精

神、组织制度等，使乡约无论作为规

约还是组织都更为明晰。朱熹认为，

修乡约并不是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

而是要号召人们在乡村真正实行，是

为了“彼此交警”和“教人善俗”，朱

熹在修订中重点对“礼俗相交”部分作

了增补，根据长幼尊卑的顺序，列举了

造请拜揖、请召送迎、庆吊赠遗等诸

多礼节，各项礼仪的规定都非常具体

详实。可以看出，朱熹更加重视乡约

的道德感化和礼仪条规作用，这也就

强化了乡约对社会风俗影响的功能。

乡约化民 保甲安民

到了明代，乡约的社会教化功能

愈发受到重视，明代的乡约吸收了

《吕氏乡约》的思想，同时非常注重宣

讲教化活动。各地也纷纷以 《吕氏乡

约》 为蓝本，进行宣讲活动。明太祖

就非常重视乡村社会教化，令行乡

约，还有所谓“洪武六谕”的行世，

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

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

为”，这也成了明代教化的主要内容。

明代的地方官也竭力提倡乡约，并使

乡约逐步发展为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

体系，成为扬善纠恶、教化人心、管

理社会的组织机构。

明代不少名臣大儒都竭力推行乡

约，如方孝孺、王阳明、吕坤、陆世

仪等都作出了很大贡献。王阳明制定

和实践的 《南赣乡约》 就是明代乡约

教化的典范之作。《南赣乡约》 也称

《阳明先生乡约法》，内容包括谕民文

告和具体规条。规条共十六条，包括

了约内人员和彰善纠过簿册的设置、

约众会饮的开支、纠过彰善的方式以

及乡约所遇疑难杂事的处理等，乡约

也规定了禁止的事项，如阴通贼情、

贩卖牛马和下乡要索等。《南赣乡约》

中所强调的重点仍然是儒家伦理规

范，所谓要达成“良善之民”，形成

“仁厚之俗”的社会风气。正如王阳明

在乡约中所言：“故今特为乡约，以协

和尔民，自今凡尔同约之民，皆宜孝

尔父母，敬尔兄长，教训尔子孙，和

顺尔乡里，死丧相助，患难相恤，善

相劝勉，恶相告戒，息讼罢争，讲信

修睦，务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

俗。”不过，与《吕氏乡约》自下而上

和乡人自治性质不同，《南赣乡约》更

强调自上而下，体现了官治的传统，

特别是与保甲法的结合更突出了官方

主导下的乡村整体建制，乡约的组织

也更加完整，乡约机构成为政府督促

的乡村组织，以此维持乡村的公正。

《南赣乡约》的推行，对当时南赣地区

的社会风气和治安维护等起到了积极

的影响作用。

传统的乡约制度真正融合乡约与

保甲，使得两者合二为一的则自吕坤

开始。吕坤推行的 《乡甲法》 既继承

了乡约制度的道德教化一面，又加入

了保甲制度的组织力量，具有“教

民”和“治民”两种功用，用乡约劝

善惩恶，用保甲缉奸弭盗，正如吕坤

所言：“约主劝善，以化导为先。保主

惩恶，以究诘为重。”吕坤的乡甲约在

乡治制度上是一个创新，不仅体现在

对乡约领袖的培训，更体现在构建了

乡约和保甲合一的严密乡治组织。约

内之民众按照十甲四邻的办法组织起

来，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约，每甲

有甲长。五家为一组，由本家加上前

后左右四家为四邻。这种划分并不固

定，而是相对的。十甲四邻的作用就

在于互相劝化，如出现恶行就告知甲

长、约正等，所谓一家有罪，九十九

家都有干系，这也使得奸盗无处藏

身，乡村美德能够得到弘扬。吕坤的

乡甲约对后世乡约的推行也产生了广

泛影响，如清朝名臣张伯行等人就继

承和发扬了吕坤的办法，寓乡约于保

甲，大力倡导乡约保甲互相助益，以

乡约化民，以保甲安民。

乡约为纲 治乡三约

乡约文化本以道德感召和行为劝

诫为要旨，旨在扬善和惩恶。但随着

乡约文化的推行，乡约制度越来越多

地承担了基层社会治理和百姓实际生

活的诸多具体问题，从婚丧嫁娶、日

常来往、地方治安到经济安民、教育

感化等，都离不开乡约的全面推行。

自宋推行乡约以来，保甲、书院、社

仓等也陆续建设，明代的保甲、社学

和社仓更是普遍，保甲以维护乡村秩

序稳定为要，社学则重在教育未成年

子弟，社仓侧重于乡间救济。王阳明

在推行乡约实践中，不仅重视发挥保

甲在地方治安的作用，同时也大办社

学，培育教育年轻子弟。但当时保

甲、社学与乡约三者还是独自发挥作

用，并没有形成体系。到明代黄佐推

行泰泉乡约才开始有意识地将保甲、

社学、社仓和乡约一并推行。

明代章潢结合前人乡约推行经

验，他专门论述了保甲、乡约、社仓

和社学四者的作用，主张这四个办法

要并用，发挥各自的作用。在他看

来，保甲使人不敢妄为，乡约使人劝

以为善，社仓能够厚民生，社学能够

振民德，这四者要综合运用起来。他

甚至还建议在乡里可以选取一个地方

建乡约亭，两旁建社仓和社学，这样

不仅容易管理，还能方便本地的乡

民。章潢在乡约制度中还编列了这四

者的具体做法，可以说考虑得面面俱

到，他的乡约思想对后世也产生了很

大影响。

在明清乡约文化推行中，传统的

乡治理论也日益成熟完备，乡约和保

甲、社学、社仓之间逐步形成成熟理

论体系。明末清初江南大儒陆世仪重

视乡约教化，他崇尚“三代之治”，认

为传统乡约制度对乡约、保甲、社学

和社仓这四者的关系还不清晰，意义

还不明了，因而不能达到理想的“三

代之治”。他的《治乡三约》系统总结

和理清了四者关系，典型地体现了传

统乡治理论的体系化成果。陆世仪认

为，这四者的关系应是“乡约为纲为

虚，社学保甲社仓为目为实”，应该是

“约一乡之众，而相与共趋于社学、共

趋于保甲、共趋于社仓”。陆世仪的

“治乡三约”特点鲜明，以乡约为总精

神，以社学的教约、社仓的恤约以及

保甲的保约这“三约”为支柱，系统

地总结了乡约推行中诸要素和关系的

协同处理。“治乡三约”可以说是一纲

三目、一虚三实，实际上既倡导了乡

村的道德伦理精神，又旨在解决好乡

村学习教育、乡村经济合作和乡村安

全自卫等三大具体问题，可以说构建

了相对完整的乡治体系。

我国传统的乡约从最早由地方士

绅发起，到绅士自办和官倡民办并行

不悖，历经增损、改良和不断完善成

熟，有力地发挥了乡村教化、社会救

助、治安维稳、文化传承等社会作

用，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雍正继位后，他接手的其实不是

令人羡慕的盛世，而是康熙创造的盛

世之后留下的一个吏治腐败、效率低

下、国库空虚的烂摊子。但他勤于政

事，励精图治，经过整顿吏治、改土

归流、火耗归公等一系列重大改革，

使经济发展、政局稳定、国库充盈。

在整顿吏治中，不容庸官颇值得称道。

雍正对封疆大吏极为重视，要求

他们不仅仅限于清、慎、勤，而且须

具全才、勇于创新、敢于担当。他在

论述巡抚职责时说：“巡抚一官，原极

繁难，非勉能清、慎、勤三字便可谓

胜任也。用人虽不求备，惟至督抚必

须全才，方不有所贻误。”他对湖南巡

抚王国栋这样评价：“心有余而力不

足，清、慎、勤三字朕皆评之，然不

能扩充见识，毫无益于地方，殊不胜

任。”故革其巡抚职，召回京师用为侍

郎。雍正要求封疆大吏不仅清正廉

洁，而且敢于担当。雍正八年，代理

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

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

清风。雍正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

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

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

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

绣花枕头吗？雍正认为，清廉是官员

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

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

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贪官一样，

都不是好官。

雍正要求省级以下地方官员有作

为、敢担当、不平庸。山东曹县知县

王锡阶，在到任 1 年多的时间里，对

20多起命盗案件没有一件审完，也没

有拿获一名人犯。虽然他没有贪赃枉

法，但雍正认为，不干事本身就是失

职犯罪。他不仅被罢官，还坐了 5 年

大牢。直隶吴桥知县常三乐，廉洁安

分，但他胆小怕事，以至于地方好多

事久拖不决。直隶巡抚李维钧要把常

三乐从县令职位上调开，吏部却以常

三乐没有什么劣迹为由不予批准。雍

正得知后指出：常三乐当官软弱，实

属失职，应当免去官职。雍正七年

（1729），台湾凤山知县彭之昙对番民

仇杀之事不能及时处理，事后还称病

推卸责任。雍正得报指示，“此等劣员

万不可姑容，况在台官弁尤为切要”，

随即将不干事的凤山知县彭之昙撤职。

雍正对兵部官员要求极严，绝不

允许平庸无为。云南开化总兵仇元

正，人本老实，但因年过花甲不免疏

懒，办事勉强支持，营伍虽不致荒

废，但难有起色。雍正得报，立即勒

令其退休，另换精明强悍之员。雍正

十一年，他发现兵部有两个老郎中已

年迈力衰，还在尸位素餐，就责备兵

部，像这样的官员不但干不了什么

事，还使得后进的官员不能升迁。于

是让他们退休，同时下文各个部院清

查这样的官员，发现一个，打发一

个。雍正对兵部官员的任用，在制度

上又不拘泥于已有成例。雍正四年

（1726），陕西三边地方的驻防军队中

出现职务空缺，在该省一时又没有合

适人选。川陕总督岳钟琪上奏说，四

川武职官员中多有屡经战阵堪任要职

者，但按制度不能隔省调用，所以不

敢越例调动。雍正指示他“不必拘例”，

并说“部议不准，朕可特旨允行”。

雍正还要求对有作为、敢担当、

不平庸的官员的任用不要循规蹈矩。

雍正元年，他在指示湖广总督杨宗仁

破格提拔人才时，就要求杨宗仁，如

遇到有作为的贤能之员，就破格提

拔，不要按资历升转。他也对广东总

督郝玉麟讲，在用人问题上“万不可

拘泥一法一策也”。田文镜在主政河

南、山东期间，清正廉洁，积极推进

雍正新政，狠狠打击贪官污吏，大力

整顿官场作风，成绩斐然。雍正称他

为模范总督，号召高级官员向他学习。

在雍正治下为官，平庸无为之

辈，难以混迹官场。而对有作为、敢担

当、不平庸的官员却敢于破除定制，大

胆提拔重用，从而逐步形成了雍正一朝

官员有为、勤勉干事的吏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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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用人标准：
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

□ 刁兴泽


